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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赛事对城市形象与行为意愿的影响研究
--基于赛事组合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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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体育赛事对城市形象与行为意愿的作用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包括作用机制与影响因素在内的许多深层次问题仍有待进一步厘清。本文从城市宏观赛事组合的层次与外地受众的视角，借鉴认知心理学、经济学等相关基础理论，提出研究假设，并以上海为例开展问卷调查进行实证检验，探讨赛事对城市形象与行为意愿的可能影响与作用机制。结果显示，赛事组合形象会对行为意愿产生直接的正向影响作用，证实了经济学的信号理论对于阐释赛事与行为意愿作用关系的适用性；同时赛事组合还会通过城市形象为中介对行为意愿产生间接影响，确认了以图式理论为基础的品牌形象转移理论在赛事组合层面解释赛事对城市形象影响作用的有效性。研究有助于增进关于赛事对城市形象与行为意愿影响作用机制的理解，并有望为城市赛事整体战略的规划决策提供有益参考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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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Sports Events on City Image and Behavior Intentions from an Event Portfolio Perspective
LIU Dongfeng，LI Kunhe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anghai Sports Institute,Shanghai 200438 China）
Abstract：The impact of sports events on city image and behaviour intentions is a very complex process, and extant literature has yet to explore in-depth how this may be occurring. Drawing on  theories from cognitive psychology and economics, this paper seeks to explore the possible impact of sports events on city image and behaviour inten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vent portfolio and external audience by testing hypothesis through an empirical survey study with Shanghai as an example.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events evaluation would have an direct impact on behaviour intentions, confirming the applicability of signaling theory in this context. The research also confirmed that Brand Image Transfer (BIT) could happen at an event portfolio level as well as at single events level as indicated in extant literature. In addition,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are also offered.
Key words：city marketing; event portfolio; city image; image transfer; signaling theory


1研究背景

近年来，随着体育在我国经济社会与城市发展中的作用与地位日益凸显，越来越多的城市提出了打造体育城市的目标。尽管人们对体育城市的内涵与评价指标尚存在争议，体育赛事被广泛认为是体育城市建设的重要维度与题中之义。从目前现有国际评价机构的指标体系看，体育赛事也大都是评价全球体育城市至为重要、有时甚至是唯一的指标[1]。从国内外实践看，许多城市也将赛事尤其是大型赛事的举办视为打造体育城市的必由之路，甚至直接喊出了打造“赛事之都”或“赛事名城”这样的口号，成为“体育城市”目标的代指。城市对举办大型体育赛事青睐有加，原因是多方面的，这其中，希望利用赛事的举办提升城市形象、塑造城市品牌被认为是最为重要的动机之一。大型赛事由于其巨大的媒体聚焦与放大效应，不仅被视为城市发展的加速器，更被视作城市营销的利器。
丰富的实践吸引了学界广泛的研究兴趣，也催生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现有文献表明，体育赛事对城市形象的作用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包括作用机制与影响因素在内的许多深层次问题仍有待进一步厘清。同时，已有研究大多聚集于单个赛事，而赛事之都或体育名城的建设，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单靠一个赛事的举办就能实现。基于此，本文拟从城市宏观和赛事组合体系的层次视角，借鉴认知心理学、经济学等相关基础理论，探讨赛事对城市形象的可能影响与作用机制，为有关城市更好地利用赛事开展城市营销与打造体育城市提供参考借鉴。

2 文献综述

2.1城市形象

所谓城市形象(City Image)，是指受众对于一个城市形成的总体印象，包括认知、评价与态度。作为一种主观印象，城市形象既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积极正面的城市形象体现的是一个城市的美誉度与吸引力，使城市在激烈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因此也被认为是城市宝贵的无形资产。自上个世纪中叶以来，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化以及全球竞争的不断加剧，越来越多的一个共识就是，城市和国家都需要像企业一样广泛地开展各种营销活动，塑造和传播良好的形象，不断提升美誉度与忠诚度，才能在全球范围更好吸引投资、人才、游客等稀缺资源，在国际竞争中保持优势地位[2-3-4-5]。这种针对目标受众有意识地综合运用各种营销策略与手段，提升城市形象、打造城市品牌的行为，也被称为城市营销（City Marketing）[6]。
依据目标受众对象的不同，城市形象的称谓也可能有所不同，例如，在旅游文献中，城市作为一种地理空间消费品往往被统称为旅游目的地，“城市形象”也往往以“目的地形象”（Destination Image）的称谓出现。相应地，由于体育赛事尤其是大型赛事，往往也被当作是一种旅游产品，因而在有关赛事旅游研究文献中，“目的地形象”这一称谓也得到了比较广泛地使用[7-8]。本研究的目标受众为赛事举办城市之外的外地受众，他们可以被视为是举办城市的潜在消费者，城市则可被视为一种地理空间消费品，即可以到该地进行投资、旅游、就业等消费行为的目的地，因此，在本文的语境中，城市形象主要是指外部受众头脑中的“目的地形象”。

2.2体育赛事与城市营销

现代体育与赛事主要源于西方，其滥觞与流行也与西方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相生相伴，因而西方国家利用体育赛事开展城市营销的历史也较为悠久，至少在上个世纪中叶已现端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卫星电视的普及，体育赛事尤其是大型体育赛事与媒体、商业结合日趋紧密，以媒体转播权和商业赞助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商业运作模式也日益成熟，逐渐成为万众瞩目的媒体事件（Media Events）。也正是得益于其巨大的媒体聚焦与放大效应，大型赛事的受关注度与影响力日益上升，不仅被视为是城市转型升级和加速发展的重要触媒，更被当作提升城市形象、打造城市品牌的利器，一时成为世界各大城市争相举办的香饽饽[9-10]。
实践离不开理论的指导，也推动着研究的深入。近三十余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体育赛事与城市营销这一议题开展了广泛研究。研究主要围绕体育赛事对城市形象的影响效果与作用机制这一主线展开[4-9-10-11-12-13-14]，同时很大一部分研究往往还会进一步延伸到赛事对目标受众行为意愿的影响[7-15-16-17-18]，因为城市营销的目的不仅在于塑造和提升城市的形象，更重要的是要影响目标受众的行为意愿乃至最终行为。
从目标受众的选择看，现有研究涵盖了现场观众[19]、电视观众[20]、国际游客[18]、外国居民[3-4]、参赛运动员[13]、外国留学生[19]等等不一而足，范围非常广泛。从赛事的选择看，绝大多数都聚焦于大型赛事，这主要是因为小型赛事一般没有电视转播，关注度相对较低、影响力相对有限，很难被主办地之外的受众所感受到，因而也就很难对主办地的形象产生太大的影响。 
从赛事对城市形象影响的实际效果看，已有研究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既可能是正面的[7-18-21-22]，也可能是负面的，或者没有影响[18-20]。研究显示，由于赛事对城市形象的影响本身是个较为复杂的过程，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研究盲点与“黑箱”问题仍旧广泛存在，尤其是作用机理与影响因素等深层次问题仍旧有待进一步揭示[1-23]。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选择恰当的赛事、科学的规划、高效的赛事组织、成功的媒体运营等等都是利用赛事开展城市营销获得成功不可或缺的条件，而要实现这些，就需要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为实践提供理论的指导[15-18-19-24]。
而从目前国内外研究现状看，围绕体育赛事与城市形象这一议题领域的研究主要还是围绕单个赛事展开的，而较少有从城市的整体出发，从宏观层次探讨一个城市的赛事战略与赛事体系对城市形象可能带来的影响。而单个赛事，哪怕其影响力再大，对城市形象的影响也只能是短暂和一过性的[9-25]。现实当中，大多数城市也是通过致力于打造由各级各类赛事构成的赛事体系和久久为功，达到持续发力的目的，而不会指望通过某一两项大型赛事的举办，就一劳永逸地实现体育城市的建设目标。因此，已经有不少学者呼吁，对于赛事与城市发展的研究，既需要有从单个赛事出发的微观视角，也需要超越单个赛事，加强对赛事体系层面的中观与宏观的研究与探讨，并因此提出了赛事组合（Event Portfolio）的学术概念[26-27-28]。
Ziakas是较早关注赛事组合的西方学者之一，其关于赛事组合的研究与论述也引发了广泛地关注与讨论。Ziakas将“赛事组合”定义为“主办地在一年的周期当中所举办的相互独立又互相关联的赛事构成的战略性的排列与组合，其目的在于通过赛事联合战略的实施实现多重目标”[28]。目前围绕赛事组合的研究主要还是基于提升赛事运营与管理效益的考量，探讨赛事组合战略的优缺点、效果与实现路径等等，调查对象多为赛事组委会、主办地城市政府、本地居民等，而较少有从外地民众的视角，探究赛事组合形象对城市形象带来的可能影响与作用原理。有鉴于此，本文将从外地居民对城市赛事组合体系的认知与评价出发，尝试提出研究假设并进行实证检验，探讨赛事对城市形象与受众行为意愿的可能影响，作为对上述倡议的一点呼应。

3 研究假设与理论框架

3.1赛事组合形象对城市形象与行为意愿的影响

国内外学者广泛借鉴心理学、营销学等相关基础理论，试图揭示赛事对城市形象影响的作用机制与原理。取决于受众对象与作用媒介的不同，对作用机制的解释也存在多种可能，其中基于认知心理学的图式理论（Schema Theory）被认为是有助于揭开赛事对城市形象影响机制黑箱的最为重要的基础理论之一。所谓图式( schema) 就是存在于记忆中的认知结构或知识结构，它是人们对某个概念或某一类事物的重要属性及属性之间关联的抽象概况认识[29]。图式理论认为，外部世界的事物或概念都是以这样的图式存在于人的头脑中的，而图式的一个重要功能在于，当人们受到外部信息的刺激的时候，会运用大脑记忆中既存的相关图式对信息进行选择、过滤，并加工处理，在这一过程中，人们通过认知图式将外部信息与已有的知识进行比较、分析、综合，从而强化或修正原来的图式，甚至生成新的图式[30]。而赛事对城市形象的作用就可以被视作两个图式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体育赛事和主办城市分别都是受众心目中两个相对独立的图式，通过赛事的举办，两个图式之间发生关联，当赛事图式中的一部分信息转移到主办城市图式中时，主办城市在受众头脑中的图式结构就可能发生一定的变化，从而发生所谓的品牌形象转移（Brand Image Transfer），这种转移可能是单向的，也可能是双向的,但一般来说是正向的，即如果受众对赛事的评价越高，由于形象转移效应对主办城市的评价也会越高，反之亦然[31]。
而依据图式理论，受众对外部事物的知识结构是分层次的，因此图式还存在等级层次的排列，被称为“图式塔”(schemata)[32] 。因此，受众不仅会对单一赛事形成一个记忆结构，同时也会对一个城市所举办过的所有赛事的组合形成一个总体的记忆结构。相应地，既然单一赛事能够与主办城市之间发生品牌形象转移，那么，受众关于一个城市赛事组合的图式同样可能会与该城市的图式之间发生形象的转移，从而改变关于该城市的认知结构。而且从理论上说，与单个赛事相类似，这种转移应该也是正向的，即受众如果对一个城市所举办赛事组合形成的总体评价越高，由于形象转移效应对城市的评价也会越高。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1：
H1：受众对于城市赛事组合的总体评价将会对城市形象产生正向影响
人们之所以高度关注城市形象，是因为城市形象被广泛认为能够影响目标受众的行为意愿。这种影响可以通过消费者行为学中的ABC态度模型得到很好的解释。基于认知心理学，ABC理论模型认为态度是社会个体对客观对象的一种心理倾向，这种倾向包括认知（Cognition，即C），情感 (Affect，即A)和行为意向(Behaviour tendency， 即B)三个因素[33]。其中，认知是关于客观对象的知识与信念，情感代表着感觉与好恶，而行为倾向则是指采取某种行为的意愿程度，而ABC模型描述的就是这三者之间的联系与作用关系：认知是情感产生的重要源泉，而认知与情感又构成了行为意向的基础[34]。在城市营销的语境中，城市形象可以被视作受众对目的地的认知与情感，他们是目标受众有关目的地消费行为意愿（如投资、旅游、就业等）的重要预测变量[19-21]。由此，本文提出假设2：
H2：城市形象将对行为意愿产生正向影响
已有文献显示，对赛事的评价不仅可能通过目的地现象的中介作用影响受众的行为意愿，还有可能会对行为意愿产生直接的作用。例如，Zhang 等对上海F1和ATP网球大师赛的实证调查发现，来自外地的现场观众对赛事的评价会对其重游等行为倾向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不过虽然该文作者将此视为一个重要发现，但却并没有提供理论解释[35]。本文拟借助信息经济学的信号理论（Signaling Theory）对此尝试进行解释。信号理论在经济学中的运用可以追溯到美国经济学家斯宾斯（Spence），早在在1972年，斯宾斯就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将信号传递的概念运用到对就业市场的分析。斯宾斯认为，在就业市场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之所以仍旧能够有效避免“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选择情况发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求职者可以将受教育程度作为传递其工作能力的信号；作为信号的接收方，雇主们也倾向于认为毕业于名牌学校和高学历者工作效率更高、能力更强，从而在招聘中对他们优先考虑。这样，良好的教育与其说是提高能力的手段，不如说是提供了一个区分能力高低的筛选信号，潜在的雇主通过对求职者受教育水平的评估，获得了求职者工作能力和生产效率的信息，并将此作为是否聘用以及确定薪资水平的重要依据[36]。当然，这样的信号发送无疑是有成本的，而恰恰正是这样的成本增加了教育作为传递能力信号的有效性：因为进入名牌大学和完成高学历教育需要经过激烈的竞争和付出很多努力，这是低能力者较难完成和模仿的。体育赛事，尤其是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国际顶级品牌赛事，由于其较高的运营成本和申办与举办要求，往往也被视作能够传递主办城市实力与水平的有效信号[37]。从逻辑上说，单一的赛事哪怕影响力再大，毕竟是一过性的，而且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城市赛事举办的整体情况无疑比单个赛事能够更加客观地反映其综合实力与发展水平，信号传递的说服力更强。受众通过对一个城市所举办的体育赛事的数量、质量、影响力等总体情况做出的评估，将影响到其对该城市经济实力、人力资源和社会发展水平等维度的评价，并影响其可能选择该城市作为投资、旅游、就业等目的地的行为倾向。基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信号理论也可以解释赛事评价对城市形象的影响作用，从而推导出假设１，与前述基于图式理论的品牌形象转移机制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同时，鉴于信号理论还提示，信号接收方基于信号的评估不仅会影响其对信号发送方的评价，还可能影响其针对信号发送方的行为（倾向），因此，本文提出假设3：
H3：受众对于城市赛事组合的总体评价将会对行为意愿产生正向影响

3.2体育涉入度的调节作用

已有研究表明，赛事对目的地形象与行为意愿的作用效果还会受到内外部多重因素的影响，其中体育涉入度被广泛认为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所谓体育涉入度，是指个体对体育的兴趣与参与程度，同时也体现了体育对个体生活的重要性[38]。学者Kim等人提出，涉入度高意味着对体育或赛事的关注度也会更高，接受的关于主办地的赛事媒体曝光往往也会更多，从而对举办地的认知与情感的感受度也会更强烈，从而赛事与目的地之间的品牌形象转移也可能会更加明显，而其开展的实证研究也显示，涉入度在赛事对主办国家部分形象维度的改变上会产生正向影响作用[39-40]。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4：
H4：体育涉入度将对城市赛事组合的评价与城市形象之间的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
将上述4个研究假设进一步整合，可以建立本文有关赛事组合评价对城市形象与行为意愿影响作用路径的模型图(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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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研究假设模型路径图

 The path map of research hypothesis model


4研究设计

4.1量表与问卷设计

本次调查问卷包括五部分内容：赛事组合评价量表、城市形象量表、行为意向调查量表、体育涉入度量表及社会人口统计信息。赛事组合评价、行为意愿两个部分的测量指标均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进行评估，城市形象采用李克特7级量表。赛事组合评价有18个题项，城市形象包含14个指标，这些指标主要引用自Chalip、Hallmann、Kaplanidou等人关于体育赛亊和城市形象的研究（初始量表及题项参见表１）。[21-22-24-13]行为意愿的测量参考旅游背景下的行为意向研究，包括重游意向、推荐意向等，其中具体测量指标主要参考了 Chew及白凯等的研究[41－42-43]，共 4道题项，分别测量受访者选择或推荐赛事主办城市作为旅游、就业、学习、以及投资目的地的意愿。参与体育活动和观看体育比赛都是体育涉入的重要形式，因此本文在体育涉入度变量的测量方面，以每周参与体育活动的次数和每月观看体育比赛的数量为基本评价项目。人口统计学特征主要从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了解受访者的背景信息。此外，为了更好掌握上海“赛事之都”建设的传播效果，问卷还调查了受众对于上海赛事的认知度及赛事收看情况。
表1 问卷测量题项与描绘统计分析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questionnaire items and descriptions
	测量题项
	均值
	标准差
	正态分布
	题项来源

	
	
	
	偏度
	峰度
	

	变量：赛事组合评价
	Chalip（20０４），Hallman等（201０）

	EC1：体育赛事数量众多
	2.22
	 0.810
	0.548
	0.582
	

	EC2：体育赛事涉及运动项目多
	2.05
	0.871
	0.661
	0.316
	

	EC3：体育赛事比较高端
	2.21
	0.876
	0.474
	0.032
	

	EC4：体育赛事非常精彩
	2.02
	0.873
	0.662
	0.216
	

	EC5：体育赛事影响力大
	2.14
	0.911
	0.648
	0.249
	

	EC6：国际赛事数量较多
	2.27
	0.940
	0.408
	-0.209
	

	EC7：赛事举办能力强
	1.98
	0.867
	0.767
	0.508
	

	EC8：赛事运营水平高
	2.14
	0.908
	0.656
	0.302
	

	EC9：体育赛事传媒发达
	1.99
	0.929
	0.814
	0.335
	

	EC10：办赛基础设施完善
	1.87
	0.842
	0.971
	1.071
	

	EC11：赛事经营管理人才充足
	2.26
	0.902
	0.436
	-0.080
	

	EC12：体育明星汇聚
	2.29
	0.972
	0.409
	-0.357
	

	EC13：职业体育发达
	2.26
	0.933
	0.575
	0.153
	

	EC14：知名俱乐部数量多
	2.4
	0.959
	0.290
	-0.345
	

	EC15：大型体育场馆众多
	2.12
	0.945
	0.742
	0.322
	

	EC16：赛事消费旺盛
	2.31
	0.977
	0.478
	-0.208
	

	EC17：观众与球迷很热情
	2.08
	0.947
	0.711
	0.158
	

	EC18：上海的赛事与城市的形象契合
	1.93
	0.864
	0.947
	1.1
	

	变量：城市形象
	

	CI1：不友好-友好
	5.62
	1.301
	-0.975
	0.784
	Kaplanidou等（2007）

	CI2：封闭的-开放的
	5.87
	1.367
	-1.375
	1.603
	

	CI3：落后的-先进的
	5.93
	1.454
	-1.712
	2.642
	

	CI4：国际化程度低-国际化程度高
	6.03
	1.325
	-1.743
	3.009
	

	CI5：死气沉沉的-充满活力的
	5.71
	1.367
	-1.445
	2.170
	

	CI6：不愉快的-愉快的
	5.48
	1.412
	-1.055
	0.948
	

	CI7：衰弱的-健康的
	5.61
	1.418
	-1.286
	1.49
	

	CI8：无聊的-令人兴奋的
	5.54
	1.417
	-1.147
	1.146
	

	CI9：无吸引力的-有吸引力的
	5.8
	1.354
	-1.438
	2.088
	

	CI10：令人讨厌的-令人喜欢的
	5.54
	1.426
	-1.19
	1.251
	

	CI11：脏乱的-干净的
	5.66
	1.409
	-1.359
	1.774
	

	CI12：不安全的-安全的
	5.78
	1.422
	-1.412
	1.786
	

	变量：行为意愿
	

	BI1：境内旅游，我首选上海
	2.73
	0.943
	0.056
	-0.086
	Chew（２０１４）、白凯等
（201２）

	BI2：如果可以选择，工作就业，我首选上海
	2.74
	1.114
	0.101
	-0.695
	

	BI3：我会向朋友或家人推荐去上海上学
	2.35
	1.016
	0.484
	-0.252
	

	BI4：我会向朋友或家人推荐来上海创业或投资
	2.57
	0.989
	0.385
	-0.189
	



在问卷设计中，具体测量指标的表述均结合本研究所涉及的赛亊与城市的实际情况作了相应调整和修订。问卷设计完成后邀请了5位体育管理领域的专家对问卷效度进行了内容效度检验，确认了每个指标在其维度中的代表性、相关性和明确性，同时基于他们的建议又对问卷进行了完善。

4.2样本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的实证调查选择以上海为城市个案，依据如下：打造赛事之都与体育城市是上海市政府的一项长期坚持的战略，最早可以追溯到本世纪初，并先后出台了多项政策与规划，迄今已经形成了包含固定赛事与一次性赛事等各级各类赛事在内的比较完备的赛事体系，赛事的数量与规模在全国都居于领先地位；其次，从赛事的级别与总体影响力看，上海也居于全国前列，在新冠疫情之前，上海每年举办全国以上级别赛事高达180余项，其中近一半是国际性赛事，因此，在一些国际机构的体育城市排行榜上，上海也是国内为数不多的能够榜上有名的少数中国城市之一，总体上表明了上海的赛事影响力在国内外受众心目中已经有了一定的认知度[10]。因此，选择上海作为本研究的个案调查对象符合相关性、代表性、重要性以及可行性等案例选择的一般原则。
问卷调查实施的时候，正值疫情防控常态化阶段，因此采取了网络调查的方式进行。为保证问卷数据收集质量，课题组委托专业数据调查公司问卷星开展本次调查问卷的发放与回收，课题组对调查公司明确了样本代表性、问卷质量控制等方面的要求。如前所述，本研究拟从外地普通居民的视角和赛事举办总体的层次，探讨赛事举办对主办城市带来的影响，这就意味着受众不一定需要作为现场或媒体的观众观看过上海的赛事，而是可以通过任何途径（如朋友说起）对上海的赛事举办形成认知与评价；此外，结合城市营销的实践和独立完成问卷填写的能力要求，本次调查没有包含16岁以下青少年，数据公司最终通过设置甄别问题等方式，将调查对象限定为居住地在上海之外的16岁及以上大陆居民。调查共计发放问卷 1900份，回收问卷 1900份，回收率为 100%，其中有效问卷 1884 份，有效率为 99.1%。

4.3数据分析方法

数据分析在对受访者背景信息、赛事评价、城市形象、体育涉入度和行为意向这5个维度进行描述统计分析后，利用SPSS23.0随机将数据进行了拆半并分为两组（组1和组2）。体育赛亊和城市形象等变量的量表主要来自已有研究文献，为确保量表的信效度，本文首先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与验证性因子分析分别对两组数据进行了检验，然后再对组2进行测量模型检验与路径分析。在测量模型的信度评价上，采用α系数和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CR）进行分析，其中α系数和组 合信度的临界值均为 0.7[44]。在测量模型的效度评价上，采用平均变异萃取量（AVE）检验模型的聚合效度，临界值为0.5[44]；采用“Fornell--Larcker 准则”进行区别效度评价，即潜在构面的平均变异萃取量 AVE 的平方根大于该构面与其它构面之间的最大相关系数[45]。在结构模型的共线性分析方面，潜在因子间的共线性诊断采用方差膨胀因（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VIF）值进行判别，临界值为5[46]。

5研究结果

5.1描绘性统计分析

本研究人口统计学描绘性分析结果具体见表2，从性别上看，男性占比 41.5%，女性占比 58.5%。样本性别分布均衡，从年龄上看，调差对象年龄主要集中在 20~39 周岁，达 76.9%。从学历上看，本科人数最多，达到 64.1%。

表2 人口统计学特征

Description of demographic data
	变量分类
	总体样本（1884）

	
	

	
	数量       %

	
	

	性别
	男
	782
	41.5

	
	女
	1102
	58.5

	年龄
	16-19岁
	110
	5.8

	
	20-29岁
	829
	44.0

	
	30-39岁
	621
	33.0

	
	40-49岁
	226
	12.0

	
	50-59岁
	88
	4.7

	
	60岁以上
	10
	0.5

	教育程度
	高中以下
	48
	2.5

	
	高中
	142
	7.5

	
	大专
	377
	20.0

	
	本科
	1208
	64.1

	
	研究生以上
	109 
	5.8

	赛事名称回忆数量
	３
	121
	6.42

	
	２
	114
	6.05

	
	１
	865
	45.9

	
	０
	784
	41.6

	赴上海现场观赛经历
	有
	114
	6.05

	
	无
	1770
	94.95

	通过媒体收看上海赛事经历
	有
	847
	45

	
	无
	1037
	55



赛事组合评价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如表1显示，全部 18个题项的平均评分普遍低于中点值2.5（李克特5分量表），说明上海之外的国内受众对于上海体育赛事举办的认可度与评价有较大提升空间，说明从赛事总体建设的效果看上海的所谓赛事之都建设仍然任重而道远。此外，受众赛事回忆与观赛经历的调查结果也同样表明（参见表２），上海的赛事之都建设成效可谓喜忧参半，受众中有近６成（58.4％）的外地居民能够正确回忆至少一项上海举办过的体育赛事，有45％的受众有通过媒体收看过上海赛事的经历，但能够回忆起２项及以上的上海赛事的受众则仅刚超过１成（12.47％），与上海近年来每年举办180余项大型赛事的实际形成了较大的落差，进一步说明对照“赛事之都”的目标，上海赛事的整体传播力与影响力仍然比较有限。城市形象的描述性统计分析显示，全部 12个题项的平均评分均大于 5.0（测量使用李克特7量表），表明受访者对于上海的城市形象做出了较高的评价。行为意向的描述性统计分析显示，全部4个题项的平均评分均普遍大于 2.5（测量使用李克特5分量表），体现出上海在受访者心目中作为旅游、就业和投资目的地具有较高的吸引力。此外，所有题项的峰度和偏度都处于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即小于临界值3.0（Chouet al., 1995）[47]。峰度的范围为-0.695 到 2.642，偏度的范围为-1.743 到0.971，该结果显示数据基本符合正态分布。

5.2量表的信效度检验 

5.2.1 探索性因子分析

由表3可知，KMO度量值为0.938，大于0.8，说明体育赛事量表数据非常适合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巴特利球形检验近似卡方值为11676.106，自由度为435，p值为0.0001，小于0.01，符合因子分析的要求。
表3 KMO和巴特利球形检验结果

KMO and Bartley test results
	取样足够度的KMO度量 
	0.938

	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11676.106

	
	自由度
	435

	
	显著性
	0.000



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分别对四个变量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其中赛事组合评价包含18个原始题项、城市形象包含12个原始题项、体育涉入度包含2个原始题项、行为意愿包含4个原始题项，在探索性因子分析中去除载荷小于 0.5、同时出现在两个因子以上以及空载的题项，四个变量共计生成由 27 道题项构成的 6个因子，其中赛事组合评价包含3个公因子，分别命名为赛事数量与影响力（EC一）、赛事举办能力与运作水平（EC二）、体育明星与职业体育（EC三）；城市形象包含2个公因子，分别命名为城市开放与国际化程度（CI一）、城市情感形象（CI二）；行为意向（BI）为单因子（因子题项参见表4-6）。各因子 Cronbach’α 系数均高于 0.7 的推荐值，说明问卷的内在信度较高；同时六个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均超过50%，说明了测量题项对于变量具有较高的解释力度。
5.2.2 验证性因子分析
采用 AMOS24.0对组2样本（n=918）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CFA)。结果显示，所有潜在因子的α系数均大于 0.7（最小值为 0.71，最大值为 0.823），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 均大于 0.7（最小值为 0.753，最大值为 0.896）（见表 4、表5、表6），因此，模型具有良好的信度[44-45]。收敛效度主要采用平均方差抽取量（AVE）大于0.5 作为判断标准[44]，结果显示所有潜在因子的AVE 指标均普遍大于 0.5（最小值为0.48，最大值为0.599），模型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见表4-6）。其中，对赛事评价与城市形象两个多因子变量进行了二阶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因子间相关系数、拟合系数等相关指标均符合要求。




表4 模型变量：赛事组合评价的信度与效度指标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indicators of event cognition and evaluation
	  潜变量
	公因子
	测量题项
	因子载荷
	α
	AVE
	CR

	赛事评价EC
	赛事数量与影响力（EC一）
	EC1
	0.592
	0.775
	0.48
	0.76

	
	
	EC2
	 0.596
	
	
	

	
	
	EC4
	 0.692
	
	
	

	
	
	EC5
	 0.695
	
	
	

	
	
	EC6
	 0.581
	
	
	

	
	赛事举办能力与运作水平（EC二）
	EC7
	 0.659
	0.768
	0.51
	0.77

	
	
	EC8
	 0.708
	
	
	

	
	
	EC9
	 0.598
	
	
	

	
	
	EC10
	 0.578
	
	
	

	
	
	EC18
	 0.617
	
	
	

	
	体育明星与职业体育（EC三）
	EC12
	 0.512
	O.810
	0.57
	0.79

	
	
	EC13
	 0.697
	
	
	

	
	
	EC14
	 0.621
	
	
	

	
	
	EC15
	 0.611
	
	
	



表5 模型变量：城市形象的信度与效度指标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indicators of city image
	潜变量
	公因子
	测量题项
	因子载荷
	α
	AVE
	CR

	城市形象CI
	城市开放与国际化程度
（CI一）
	CI2
	0.746
	0.808
	0.588
	0.809

	
	
	CI3
	 0.775`
	
	
	

	
	
	CI4
	0.775
	
	
	

	
	城市情感形象
（CI二）
	CI6
	0.768
	0.823
	0.589
	0.896

	
	
	CI7
	0.779
	
	
	

	
	
	CI8
	0.762
	
	
	

	
	
	CI10
	0.789
	
	
	

	
	
	CI11
	0.751
	
	
	

	
	
	CI12
	0.757
	
	
	



表 6 模型变量：行为意愿和体育涉入的信度与效度指标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indicators of behavior intention and sport involvement
	潜在因子
	测量题项
	因子载荷
	α
	AVE
	CR

	行为意愿
    BI
	BI1
	0.658
	0.771
	0.533
	0.753

	
	BI2
	0.644
	
	
	

	
	BI3
	0.689
	
	
	

	
	BI4
	0.641
	
	
	

	赛事涉入
EI
	EI1
	0.641
	 0.720
	0.599
	0.764

	
	EI2
	0.767
	
	
	



5.3测量模型分析

为了深入研究赛事组合评价对城市形象与受众行为意向的影响机理，本文构建了结构方程模型（参见图2），重点考察城市形象的中介作用、赛事对行为意愿的直接作用以及体育涉入对赛事评价与城市形象作用关系的调节效应。
测量模型区别效度的主要采用 Fornell-Larcker 准则进行判定，即潜在因子的平均变异萃取量（AVE）的平方根大于该构面与其它因子之间的最大相关系数（见表7），因此，模型具有良好的区别效度[45]。此外模型整体拟合系数见表8，均达到各项指标要求，测量模型的拟合程度较好。

表7 AVE平方根与因子间相关系数

Ave square root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变量
	赛事组合评价
	城市形象
	行为意愿

	赛事组合评价
	0.350
	
	

	城市形象
	0.481
	0.588
	

	行为意愿
	0.402
	0.172
	0.433

	AVE平方根
	0.592
	0.767
	0.665



表8模型拟合效度指标检验系数

Test coefficient of model fitting validity index
	整体拟合系数表

	X2/df
	RMSEA
	NFI
	RFI
	CFI
	IFI
	TLI

	2.956
	0.046
	0.910
	0.889
	0.931
	0.931
	0.889



5.4路径检验 
在结构模型分析之前，需先对方差膨胀因子（VIF）进行判断，以检测潜在因子是否存在共线性问题。结果显示，大部分题项 VIF 值小于5，部分题项 VIF 值大于 5 小于 10，因此潜在因子不存在明显的共线性问题[46]。
路径检验采用二阶潜变量验证性因子分析方法，上述验证性因子分析中已分别检验了各二阶潜变量模型的相关指标。模型检验结果显示（图2），赛事组合评价对城市形象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标准化的路径系数为0.48，p<0.001），证实了研究假设H1：赛事组合评价对目的地形象产生正向影响。赛事组合评价对城市形象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标准化的路径系数为 0.17，p<0.001）， 研究假设H2得到确认：目的地形象对外地居民的行为意愿产生正向影响。赛事组合评价对行为意向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标准化的路径系数为 0.40，p<0.001），赛事组合评价对外地居民的行为意愿的直接与间接作用将通过下文的中介效应进一步检验。
[image: ]       图2路径检验模型的路径系数

Path coefficient of path test model

5.5中介效应分析

    赛事组合评价对外地居民的行为意愿的直接及城市形象的中介效应的分析，本研究采用目前学界普遍使用的Bootstrapping 方法，在重复抽样 5 000 次情况下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从表9可以看出，Bootstrapping 和 Percentile 在 95% 置信水平下，而城市形象中介检验的置信区间都不包含 0，证实了城市形象在赛事组合评价和行为意向之间起到中介作用。此外由于中介效应和直接效应均显著，可以说明城市形象在赛事组合评价与行为意向之间起部分中介效应，在总效应中，直接效应为主导效应，达到总效应的82.90%，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17.10%
表9 中介效应检验系数

Test coefficient of intermediary effect
	           Bootstrpping法（Bias-corrected 95% CI)

	

	变量
	路径
	  估计值
	  最小值
	最大值
	P
	相对效应值

	赛事组合评价


城市形象


 行为意愿
	总效应
	0.485
	0.408
	0.556
	0.000
	

	
	直接效应
	0.402
	0.303
	0.489
	0.001
	82.90%

	
	中介效应
	0.083
	0.034
	0.141
	0.001
	17.10%



5.6调节效应检验 

为了更好研究体育涉入对赛事与城市形象关系的调节机制，参考温忠麟提出的对带潜变量的调节效应模型的检验方法[48]，以涉入度题项得分为标准筛选出高涉入度组、低涉入度组两组进行分组结构方程分析，对中介作用模型每一路径的调节效应分别进行检验。由于该假设的理论解释是，受众因为涉入度的高度会影响其对赛事的兴趣与接受赛事的曝光程度，从而进一步影响赛事形象与城市形象之间的转移效果，这也意味着，在此过程中，赛事涉入度要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受众首先有赛事收看的经历。为此，本文仅对有现场或通过媒体收看过上海赛事经历的受众进行了调节效应分析（n=848），结果显示：通过分组回归分析无限制模型和限制模型的比较，对模型所有结构方程系数限制为相等后，卡方值改变量临界比率P>0.05，卡方值改变量不显著（表10，11）, 这也意味着体育涉入度对城市赛事组合的评价与城市形象两者之间的作用关系没有明显影响，假设4没有得到支持。   

表10 调节效应检验系数I

Test coefficient I of moderation effect
	影响路径
	约束条件
	路径系数
	调节效应

	
	
	高涉入组
	低涉入组
	（高-低）
	

	赛事组合评价→城市形象
	Pxm-高=Pxm-低
	0.46***
	0.45***
	0.01
	调节不显著



表11 调节效应检验系数II

Test coefficient II of moderation effect
	调节效应检验

	

	检验系数
	DF
	CMIN
	P
	NFI
	IFI
	RFI
	TLI

	
	
	
	
	Delta-1
	Delta-2
	rho-1
	rho2

	调节效应模型
	3
	5.647
	0.130
	0.001
	0.001
	0.000
	0.000




6 结果讨论与分析

本研究中，外地受众关于赛事组合的评价对主办城市形象的正向影响作用得到了确认，该结果与文献中大部分关于单个赛事与城市形象关系的研究结果相一致。例如，Kaplanidou 与 Vogt（ 2007）对一项自行车赛事的研究也显示，参赛者关于赛事的形象对主办地的形象也起到正向影响作用[21]。Kaplanidou （2009）在另外一项关于雅典奥运会的研究也进一步发现，赴雅典观赛的国际观众关于雅典奥运会的认知形象也同样会正向影响主办城市雅典的认知形象[7]。已有文献认为，赛事形象对城市形象的作用机制可以被看作是赛事与城市形象间的一种品牌形象转移。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这种转移不仅会发生在单一赛事与主办城市之间，还可能发生在赛事组合的层面，而认知心理学的图式理论则有助于解释这种转移的发生：人们不仅会对单一赛事形成一个所谓图式的认知结构，同时也会对一个城市所举办的赛事组合形成一个更加宏观层次的图式（即赛事组合形象），该图式也同样会与主办城市的形象之间发生品牌形象的转移，从而改变城市形象的图式结构。此外，与许多已有研究一样，本文还检验了城市形象对行为意愿的正向影响作用，从而也再次支持了城市形象在赛事形象与受众行为意愿之间起到中介作用的研究假设。
与大部分已有研究仅仅通过城市形象的中介作用探讨赛事对行为意愿的影响不同，本文还依据信号理论探讨并检验了受众对赛事的评价会对其行为意愿可能产生的直接作用。作为信息经济学的重要概念与理论，信号发送与接收被广泛应用于信息不对称时如何实现市场交易的分析。虽然时至今日，信号理论用于体育领域的研究相关文献并不多见，但利用赛事塑造、传播甚至改变外部受众关于目的地的形象及其行为决策，本质上是一个典型的信息不对称场景，因此信号理论在此具有较高的适用性。从理论上说，不仅单一赛事能够作为有效的信号影响受众对城市的评价及其行为决策，一个城市赛事举办的总体情况就是传递城市特征、影响行为决策更为有效的信号。正如信号理论的经典文献所显示，在就业市场上，求职者的毕业院校是雇主用来甄别求职者能力的一个有用信号（Spencer 1973），而当求职者拥有研究生以上学历时，雇主不仅会看求职者的最高学历毕业院系，还会综合考量其所受高等教育的所有院校再做出评判与决定，因为求职者所就读的各院校综合信息无疑会提供关于求职者能力的更为客观与可信的信息[36]。从以上分析还可以看出，信号理论也可以作为前述图式理论的一种替代，从另一个角度解释大型赛事对城市形象的影响机制。
已有研究还显示，体育涉入度也是影响赛事对目的地形象作用效果的一个可能因素。例如，Kim等人（2019）对索契冬奥会与北京田联世锦赛的实证研究显示，在主办国家形象的部分维度上，体育涉入度对于海外受众在赛事举办前后关于主办国家的形象的变化上造成明显差异，而在有些维度上则未体现任何差异。具体而言，有关北京田联世锦赛的调查显示，在中国国家形象的6个维度中，体育涉入度对其中两个维度（城市、安全）赛事前后的国家形象变化上，体现出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而另外4个维度则没有显著差异（文化、价值、气候、自然）。而其关于索契冬奥会的调查则显示，体育涉入度对于城市与气候形象两个维度的形象变化没有体现显著差异，对另外4个维度的形象变化则体现出明显的差异[40]。本研究则显示，体育涉入度并未调节赛事组合的评价与城市形象之间的作用关系，与上述文献出现了一定的反差。通过与文献的进一步对比，可能可以一窥造成这种反差的原因。Kim等人研究的是特定的赛事（例如索契冬奥会）对目的地形象的影响，且体育涉入度的测量也是基于相应的赛事，两者之间形成对应的关系。而在本文中，研究对象是对一个城市所举办赛事的总体评价，这意味着受众关于上海赛事总体的评价并不是基于相同的赛事做出的，而是取决于受众通过各种途径实际认知到的赛事所做出的评判，而体育涉入度的测量则是基于受众一般意义上参与体育和观赏赛事频率的测量。从本文前面的调查结果也可以看出，能够正确回忆起上海举办过的赛事达到两项的受众比例极低，而上海实际举办过的数量又非常多，不仅说明受众关于上海赛事的实际认知相对较低，而且认知的实际赛事会非常分散，例如，受众甲对上海赛事的评价可能主要是基于上海F1，而乙则主要是基于上海马拉松。因此，不但受众的涉入度无法与其对上海赛事的评价形成较好的对应关系，而且受众对上海赛事组合的评价也往往是基于不同的赛事做出的。这些很可能会造成涉入度对于赛事评价与城市形象两者之间作用关系的潜在影响无法得到有效识别，从而最终导致本文的研究结果与现有文献出现了上述反差。当然，是否确实如此，以及对体育涉入度作用的进一步揭示，可能还有待未来研究继续深化。

7 结论与启示

本文从城市赛事组合的层面和外地受众的视角，借鉴心理学、经济学等基础理论对赛事与城市形象和行为意愿的关系提出研究假设，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有助于增进关于赛事对城市形象影响作用机制的理解，并有望为城市赛事整体战略的规划决策提供有益参考与启示。
具体而言，本文的理论贡献在于：1）与现有文献大多聚焦单个赛事不同，本文从城市赛事举办整体的宏观层次探讨了赛事组合对目的地形象与受众行为意愿的作用机制，是对赛事与城市营销研究议题论域的有效拓展；2）研究基于图式理论确认赛事组合与城市形象之间品牌形象转移发生的可能性，从而也确认了以图式理论为基础的品牌形象转移机制对于解释宏观层面赛事组合形象对城市形象作用的有效性；3）研究首次基于信息经济学的信号理论并通过实证研究，确认和阐释了赛事组合评价对于目的地形象及受众行为意愿的影响作用；4）研究表明，从赛事组合的评价对受众行为意愿的影响看，直接效应和通过城市形象为中介的间接效应同时存在，且直接效应要明显高于间接效应。
从实践层面看，本文的研究可以得出如下启示：1）由于赛事整体评价对于城市形象、行为意愿均能够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城市管理者需要更加注重宏观层面的赛事组合战略和赛事体系的构建，这也意味着利用赛事开展城市营销需要更加注重长远规划，除了要举办有影响力的一次性赛事，更要注重重复性的品牌赛事的打造，才能够形成比较稳定和持续的影响力。2）从上海赛事之都本身的实践看，上海已经经过了至少20余年的积淀，从全国范围看，上海的高水平赛事也已经算是全国领先水平了，然而从本次调查的结果看，受众对于上海赛事整体举办水平的评价并不高，体现出外地受众对于上海赛事影响力和“赛事之都”称号的认知度与认可度并不高，这也进一步提醒我们，赛事举办的本身并不一定会自动带来影响力的提升，通过赛事实现城市营销目的的前提是让外部受众首先能够认知到这些赛事并提升其对这些赛事的评价，因此赛事的运作水平与对外传播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3）从信号理论的角度看，受众对于一个城市赛事举办整体的评价之所以能够成为城市实力的有效信号，本身就因为是大型赛事的举办是高成本的，既需要经济实力的支撑，也需要有城市综合实力作为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说，并非所有的城市都适合采用利用赛事尤其是大型赛事开展城市营销的策略，而是必须结合城市自身的发展水平与发展阶段等实际情况，避免超越城市发展阶段与能力而盲目办赛的现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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